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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说起孙老师的情况，刘老师也高兴地跟

我说，确实好多了！我由衷地为孙老师高

兴。6 月 14 日上午，我因参加孩子学校举

行的成人礼仪式，将手机调成静音，活动

结束后，看到有刘老师 9 点多打来的电话，

赶紧回过去，才得知孙老师已于早晨 5 点

多去世了。

孙老师走了，我对他有很多不舍，十

年的相处使我们已经结下了很深的友谊。

我也为孙老师没能坚持到再回清华园而深

感遗憾，我了解他，知道清华园里有他太

多的不舍与牵挂！但是，我也为孙老师感

到欣慰，在他即将离开人世时，他的亲人、

好友都在身边陪伴他，他走得不孤单！

2014 年 10 月 23 日

岁月流逝，清华校友总会原副会长、

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梅祖彥先生去世已经

12 年了。最近从《西南联大行思录》一书

中得知，清华大学校园内有一座复制的西

南联大纪念碑，碑上刻有包括梅祖彥先生

在内的抗战期间从军学生名录。校庆日上

午，我满怀感念之情前去凭吊。经在校同

学指点，沿大礼堂后面的校河南岸，往东

北方向不远，在一块偏僻的空地上，找到

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在“抗

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中，右起第 8 行第

12 名为“梅祖彥”，不禁潸然泪下。

从 1957 年 考 入 清 华 大 学 建 筑 系 到

1963 年毕业，我经常在新水利馆和旧水

利馆的教室上课，但并不认识水利系的教

师。直到 1980 年《清华校友通讯》复刊以

后，我才在《通讯》上面看到梅先生的名

字，知道他是梅贻琦老校长的儿子，在西

南联大读书时中断学业参军抗日，曾担任

美军翻译。抗战胜利后在美国完成学业，

于 1954 年回到清华任教。但我无缘和梅先

生相识。

在我大学毕业 30 年后，一场意外的灾

难使我陷入困境走投无路，是梅先生以全

国人大代表的名义为民请命，才使我看到

了一线希望。说来有点话长。

1994 年 3 月，一个意外的发现使我怒

不可遏。在我工作的某建筑设计事务所，

所长不但非法克扣我的津贴，还冒领我的

愿得此身长报国
——缅怀梅祖彥先生

○张光华（1963 建筑）

梅祖彦先生（199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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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金数千元。对所长的行迹不端，大家早

有察觉，财务人员揭露出不少更加严重的

经济问题。4 月初，我根据自己的亲身经

历和两位财务人员提供的真实情况，向部

党组及监察部驻部监察局递交了署名举报

材料。本来以为人证、物证俱在，问题很

容易核实。岂料主管部门明确告诉我“没

有发现什么问题”。这时，所长亲自告诉

我可以不退住房调走。我想，“打得赢就打，

打不赢就走”，既然领导不支持我举报，

我也待不下去了。经同学介绍，找到了一

个设计单位给我发了商调函。但所长批示

必须退住房，这样一来，人事部门就不给

我办理调动手续。所长以已有商调函为由，

从 7 月份起停发了我的全部工资，这就逼

得我只好背水一战。

那年月，不少单位正忙着改制，国有

资产已经面临最危险的时候。我到处上访，

却没有哪个部门能够认真对待。我向财政

部大检查办公室举报，他们却答复说我反

映的情况都算不上问题。检察院收到举报

后没有立案，只是移送到监察部门处理。

只有两家报社伸出援手，《工人日报》和《经

济日报》先后在“内参”上登了我的揭发

材料，但也没有得到任何领导批示。

1995 年 3 月两会期间，我给好几位全

国人大代表发了信。其中一位代表给我回

信说，已经把我写的材料转交给有关部门

处理。5 月，监察局通知我，由部里组成

调查组对所长的问题进行“复核”。没料

到查了大半年还是没有结果。

在中央音乐学院工作的老伴曾向本院

的区人大代表蔡仲德教授求助。蔡仲德教

授对我的处境非常关注，由他出面请全国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向高层领导递交过多

封信件。转眼到了 1996 年，根本没什么动

静。蔡仲德教授认为，他这个区人大代表

的实力还不够强，必须找一位有责任感的

全国人大代表直接对政府进行监督才行。

经他介绍，找到了梅祖彥先生。

这时，两会已经召开，梅先生从代表

团驻地打电话给我。他说他住在亚运村，

不好找，让我把写的材料交到三里河他家

里，他中午抽空回家去取。我估计，梅先

生是担心驻地门口有人挡驾，因此宁愿自

己跑一趟。梅先生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

神，顿时使我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几天后，

梅先生打电话告诉我，他已经把我反映的

情况作为对政府工作的意见提上去了。正

是由于梅先生以全国人大代表的名义对政

府工作进行监督，才促成了某部于 1996 年

6 月发文撤销事务所，这就使有的人想让

事务所改换门庭的打算胎死腹中。

由于领导部门迟迟不对事务所的财产

进行清算，这就为席卷国有资产提供了可

乘之机。我多次到审计署上访，希望他们

关注国有资产面临流失，审计署让我回去

找部里。但监察局仍然按兵不动，我只好

又请梅先生转交一封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

信，恳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责成对某部顶风

包庇经济违法活动的失职、渎职行为进行

追究。

我曾多次到府学胡同中纪委、监察部

接待室上访。1996 年 10 月，接待人员曾

明确告诉我，“这事儿在我们这儿已经了

结了”，“笔迹鉴定过了，你是署名举报，

你可以找部里看结果”。可是，我找部监

察局看笔迹鉴定结果，他们却说不知道。

斗 转 星 移， 又 拖 到 第 二 年 的 春 天。

1997 年 3 月初，我再次请梅先生转交一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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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信，重申我的要求。

梅先生也再次在全国人大开会期间填写了

必须追究责任的意见。

1997 年 3 月底，监察局终于送来了给

举报人的《回告信》。这封信避重就轻，

对那些涉嫌犯罪的问题不敢核实。对冒领

奖金问题，说是“难以认定”，但又含糊

其辞地说“给予你一定的经济补偿”。最

后留了个大尾巴：“有关经济问题，待审

计后处理。”我当即表示对复核结果不服。

监察局通知我尽快到主管部门安排的工作

岗位上班，到主管部门财务处领取经济补

偿（包括被冒领的奖金和扣发的工资）。

我把上述情况告诉了梅先生，他不无

遗憾地说：“看来现在也只能争取到这样

的结果了。”梅先生勉励我“抓紧时间好

好工作”。第二年全国人大换届，梅先生

不再担任全国人大代表了。

事务所被撤销以后并未审计财务、收

缴账款。所长大约在 1997 年前后销声匿迹，

后来就被主管部门除名。若干年后，一位

副部长指示主管部门给他办理退休手续，

竟不再提“待审计后处理”的“有关经济

问题”了。

恢复工作以后，我用业余时间写材料

对《回告信》进行了详细的批驳，把状告

到了监察部；连续几年的两会期间，我都

给不少领导人、领导机关、新闻媒体以及

多位人大代表写过信，都未引起关注。我想，

如果有一位收到信的人大代表能像梅先生

那样锲而不舍地对政府进行监督，事情的

结局也许又是另外一番景象。

据说有一条潜规则，人大代表不介入

个案，我没有向梅先生求证过。但按照《宪

法》规定，人大代表要“听取和反映人民

的意见和要求”。梅先生在依法办事，也

就问心无愧。一个人大代表，毫无利己的

动机，执着地以反映群众意见、维护群众

权益和维护国家利益为己任，这是什么精

神？这是爱国主义精神。梅先生受过西南

联大民主堡垒的熏陶，直到晚年还保持着

崇尚民主与科学、追求社会进步的勇气。

社会要进步就必须改革。梅先生在担

任全国人大代表期间尽心竭力提出过不少

合理化建议（见梅著《晚年随笔》）。梅

先生在 1988 年提出的《对改进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的建议》中写道：“为了不产生

某些政府人员自己监督自己的矛盾，从理

论上讲，政府官员都不应当选人大代表。

现在我国民主体制尚不健全，人民代表中

还需要一定比重的政府官员，但应当规定

政府官员只能作为上一级人大的代表，不

宜担任同级人大的代表。中央人民政府的

领导人员就不应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可

惜这条回避“自己监督自己”的意见未被

采纳。

我恢复工作和退休以后，每年都要去

梅先生家看望一两次。当时梅先生很忙，

除了带研究生，还要写书、参加学术活动

和社会活动。每次去他家，他都在工作，

因此我也从不久坐。闲谈中他感兴趣的是

一些知识性的话题。有一次，因为他的朋

友的住宅前要盖楼房，担心阳光被遮挡，

他就问我建筑设计标准上有些什么规定，

和我讨论如何防止违规建筑出现的问题。

梅先还生曾问我，他家对面的“四部一会”

办公楼是哪四部一会？我答不上来。后来

我终于在历史资料中查到是：国家计划委

员会和地质部、重工业部、第一机械工业部、

第二机械工业部，可是梅先生早已乘风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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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

梅先生很爱惜清华的名声。当年他送

我一本新出版的《世纪清华》时就指出，

这本书编得太马虎，有很多不应该出现的

错误。他把书翻开对我说：“傅任敢一直

在大陆，怎么会在名字前面加个 [ 台 ] ？贺

麟（1962），一看就不对。老校友看了很

有意见。”他让我抽时间好好看看，提提

意见。后来我把我写的《读〈世纪清华〉

札记》（《清华校友通讯》编辑部印）给

他送去，他看了看，点点头微笑了。

言谈中可以察觉到，梅先生最感到自

豪的经历是抗战时期投笔从戎为国效力（他

的二姐也参军了，在救护队）。他说，常

常有年轻人问他，对当年从美国回来后不

后悔？他说当时就是想学成回国为国效力，

没什么别的想法，现在并不后悔。从梅先

生认真履行人大代表职责的表现看，他就

是要为国效力，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梅先生平时身体很好，生活简朴。有

一次我陪他到协和医院检查眼睛，他执意

要坐公交车，不坐出租车。从东单下车后

他走得飞快，我都有点跟不上。他家里没

有豪华的装修，家具也很老旧。但是他和

夫人从 1992 年起捐资助学，每年通过希望

工程资助两名念不起书的孩子。一旦知道

孩子家里还遇到别的困难，他们又再寄些

钱去应急。总之不愿看到孩子因家庭经济

困难而失学。他们为人低调，不希望受到

宣传。有记者来采访，一定要求不要公开

他们的姓名。（见《北京日报》2002 年 9

月 20 日《教授夫妇十年捐资助学》）

2003 年春节我去梅先生家拜年，不料

得知梅先生因肺癌已住进潘家园的医科院

肿瘤医院了。我赶到肿瘤医院，一进病房

刚叫了声“梅先生”，躺在床上看《京华

时报》的梅先生一个仰卧起坐动作就坐起

来了。他枕头边放着一本《唐诗三百首》。

梅先生没动手术，在做放射治疗。从外表看，

他的身体并无大碍，午饭时的胃口也很正

常。梅先生住的是单人病房，每个床位在

公共厨房里都配有一个煤气灶位。第二次

我去医院看望时就带了一条早上买的活鱼

（先在家里加工洗净），煮了一条清汤鲫

鱼送到病房里，梅先生兴致勃勃地一口气

就吃完了。

后来北京市流行非典，大家都息交绝

游了。等到非典警报解除以后，我打电话

到梅先生家一问，没想到梅先生的儿子佳

禾兄告诉我他父亲已经在 5 月 27 日去世了，

这令我大吃一惊，痛惜不已。

我到梅先生家他的遗像前含着眼泪行

了三鞠躬礼。梅先生的夫人刘自强老师说，

过去每次都是梅先生亲自乘公交车去给希

望工程捐款，他生前还惦记着今年的捐款

没有交。刘老师拿出两千元请我跑一趟替

梅先生把捐款交了。我即遵嘱骑车到圆恩

寺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替梅先生给希望

工程捐了款。

冯宗璞先生在《晚年随笔·序》中写道：

“《晚年随笔》记下的这些事，从各个方

面都可以归结到爱国。”这个评价很准确。

梅祖彥先生一辈子就做了一件事——爱国。

他爱祖国，矢志不渝。他是一位值得敬重

的爱国者。

我常常缅怀着梅先生。现在我在清华

园里的西南联大纪念碑上找到了梅先生的

名字，我会年年来凭吊。

2015 年 6 月 3 日 5 时


